
第24卷第6期

2024年11月
经 济 学 (季 刊)

ChinaEconomicQuarterly
Vol.24,No.6
November,2024

出口目的国收入水平与城市工资差距

赵 婧 周 康 余 振*

:基于2002—2009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

研究了目的国收入水平和不同类型的出口对城市居民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显

示,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的工资,且高收入者受益最

多,进而导致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工资差距扩大。然而,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一般

出口和加工出口对工资均没有显著影响。在机制方面,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

口通过技能溢价,特别是高等教育回报,扩大了城市内部的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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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出口对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在对外开放后,利用充裕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这与国际贸易的理论预期相符。然而,开放贸易带来收入分配的变化

却和国际贸易经典理论预期存在错位。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作为低技能劳动相对充

裕的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贸易后,国内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将会随出口提高,进而收入

差距缩小。然而,实证研究的发现却并非如此,中国贸易开放使得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

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扩大(Hanetal.,2012;张川川,2015;LinandLong,2020)①。
这种现实与理论的错位并非只发生在中国,更多的研究发现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工资收

入差距扩大存在正向关联(Attanasioetal.,2004;GoldbergandPavcnik,2004)。而这一

矛盾提示了除贸易经典理论讨论的生产侧因素(特别是要素禀赋)之外,由其他视角解释

贸易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收入分配影响的可能性。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与实践错位的角

度,还是作为政策研究服务于国家发展的迫切需求,进一步从出口需求的复杂性出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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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出口对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都有积极的意义。
与经典贸易理论只考虑生产环节不同①,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尝试关注需求侧的差异,

同时将与出口相关的非生产性活动纳入出口对就业和收入影响的解释框架(Feenstraand
Hanson,2003;Brambillaetal.,2012)。具体而言,出口对劳动力技能的差异化需求可以

在“出口目的国”和“出口类型”两个维度上体现。第一,不同的出口目的国具有差异化的

产品需求,特别是同种产品的质量差异②。更进一步,出口产品的质量不仅体现在产品本

身,还体现在产品设计研发、管理、营销、客户服务等非生产性活动中。相关研究发现,相
比中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对产品质量有着更高的需求(Ingetal.,2018;Zhouand
Zhang,2021)③,这将驱使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对产品质量和服务进行升级(余淼杰

等,2019)。而这一质量升级的过程通常伴随着更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投入和对高技能劳动

力雇佣的增加(Verhoogen,2008;Bastosetal.,2018;Brambillaetal.,2012),并进一步导

致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上涨。

第二,出口的类型则体现了全球产业链分工,因而也与劳动力技能需求密切相关。具

体而言,发达国家将低技能活动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对高技能劳

动力需求上升(FeenstraandHanson,1996)。而对于大量从事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家,

Yu(2015)发现中国加工贸易的增长对企业生产率影响较小。进一步关注劳动力收入和创

新,戴觅等(2014)发现,与一般贸易企业相比中国的加工贸易企业利润率较低、支付较低

的工资,并且进行较少的研发。ShengandYang(2017)则从外国投资的视角切入,研究其

对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发现相比接受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单纯承接外包活

动(包括来料加工贸易)对中国技能需求和技能溢价的提升作用较小。正是因为加工贸易

和一般贸易所涉及的经济活动和环节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对劳动力技能需求和收入分配

影响可能不同。

基于上述文献,本文聚焦于“出口目的国”和“出口类型”两个维度,探究不同类型出口

如何通过对劳动技能的不同需求影响中国城市工资差距。具体来说,我们尝试识别是否

存在以下因果关联:向高收入(或中低收入)目的国进行的一般(或加工)出口分别对城市

居民工资有着怎样的影响? 进一步,这些影响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有怎样的作用?

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HS)和中国海关的贸易数据,本文通过使用拓展的明瑟方

程(MincerEquation)以及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了目的国收入水平对我国城市工资差距的

影响。此外,为处理内生性问题,我们参考了 Autoretal.(2013)以及Campanteetal.
(2019)的思路构建了Bartik类型工具变量,其相关性与排他性则基于以下事实:对中国各

地的任意出口目的地而言,世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向该目的地的出口可以反映出目的国

进口需求,且这种进口需求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国。研究结果发现,2002—2009年间,

①

②
③

仅考虑供给侧,特别是生产过程,出口也可能导致对技能劳动需求的增加。因为,出口的固定成本对出口企业

具有选择效应,所以出口的扩张会导致企业生产效率、公司技术,以及高技能密集度上升(Sampson,2014)。
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发现同类产品出口价格的差异来源于质量差异,并且质量与公司生产效率正相关。
在实证方面,BastosandSilva(2010)基于葡萄牙企业层面数据,发现同类出口产品的离岸单位价值随着目的

国的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Görgetal.(2010)利用匈牙利的数据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在国内文献中,强调出口目的地

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包括陈爱贞和赵冬颜(2022)、祝树金等(2019)、魏浩和王超男(202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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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向高收入国家一般出口才会显著提升当地城市居民的工资,并且处于工资分布上游

的居民收入增长较大,这将导致居民工资收入在地区间和地区内部两个层面扩大。然而,
向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以及加工出口对城市居民工资的提升效应并不显著。也就是说,
不仅出口对不同人群的收入影响不同,而且出口对工资的影响,随着出口类型、目的地的

不同而改变。进一步机制分析显示,向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扩张通过提高技能溢价,特别是

高等教育回报,扩大了城市内部工资差距。
本文在三个方面对文献作出贡献。第一,不同于以往研究将出口视为整体,本文通过

区分出口目的国和出口类型,并使用分位数回归估计法,充分考虑了出口和劳动力的异质

性,可以更具体准确地刻画出不同目的地和不同类型的出口对居民工资在地区内部差距

的影响,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详尽参照。第二,本文发现在目的地和类型两个维度上

不同的出口活动对技能溢价存在异质影响,这一发现不仅为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制定提供

实证依据,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出口活动复杂性、全球分工,以及全球异质性质量需求的相

关贸易理论提供了间接证据。第三,日益增长的文献讨论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

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与这支文献相比,本文关注了作为出口方的中国自身

的劳动力市场,分析了出口对其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换言之,通过揭示贸易对出口国的

不同群体的复杂影响,本文丰富了有关全球化对收入分配影响问题的讨论。①

二、实证框架和数据来源

本部分主要介绍实证计量模型和实证策略,以及量化分析中使用的数据来源。

(一)实证框架

在实证框架下,我们主要介绍计量模型的设计、分位数估计法,以及用以缓解内生性

偏误的工具变量构造法。

1.实证回归模型

为研究目的国收入水平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本文利用个体层面的微观信息,参考

Heckmanetal.(2006)、Hanetal.(2012)以及ZhangandZhou(2023),在明瑟工资方程中

加入了代表城市向不同目的地出口强度的变量,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ln(wict)=β1ln(HIct)+β2ln(LIct)+αXit+γlnGDPct+δc+δt+δpt+δpt2+εict,(1)
其中,c表示城市,i 表示个人,t 表示年份。ln(wict)是个人实际年工资收入的对数。

ln(HIct)是c市t年向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出口额的对数,ln(LIct)是c市t年向中低收入国

家的人均出口额的对数。②更进一步,本文的研究中,需要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出口,因而,
在后续回归分析中,HIct将会分别带入c市t年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额或加工出口

额。类似的,LIct也将会分别带入c市t年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额或加工出口额。

①

②

在附录Ⅰ中,我们讨论了样本区间内中国出口增长和工资差距变化的典型事实。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列

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世界银行基于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国家分为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组。本文将高收入

组单列,而将其他三组合并为中低收入组。具体每组成员国的清单在附录Ⅱ中表Ⅱ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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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t是一组常规的明瑟方程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及其平方,以及表

示男性的虚拟变量。此外,我们也控制了城市层面的GDP。最后,我们加入了城市层面的

固定效应来控制当地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并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全国范围的长

期变化因素。我们还加入了特定省份的时间趋势及其二次项,用来吸收不同省份的工资

增长趋势。

2.分位数回归估计方法

基于上述的基准模型进行OLS回归估计,并且在工具变量的帮助下,可以识别向不

同国家出口与当地居民工资收入的因果关系,同时,得出的系数β1和β2则反映了个人工资

在平均意义上对不同目的地出口强度的弹性,即出口是否会导致当地工资收入增加,进而

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而为了更加细致地刻画出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对于不同收入群

体的异质影响,探索出口带来的地区内部收入差距影响,我们进一步使用分位数回归估计

了以上基准模型。
分位数回归的一个突出优势是可以为工资的条件分布提供一个完整的特征描述,从

而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向高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是否会对地区内部不同收入群体

产生异质影响,进而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作出推论。
在分位数回归模型中,模型则被设定为使右侧变量的线性组合等于条件分位数,如

公式(2)所示:

Quantileθ(ln(wi)|Xi)=βθXi, (2)
也就是说,分位数回归将在不同工资的条件分位数(θ)上,分别估计系数βθ。而通过比较

不同条件分位数下的β1和β2估计值,我们可以知道出口目的国收入水平对地区内部不同

群体的影响,进而作出关于城市内部工资差距的变化的推论。例如,β1的估计值为正,且
第90百分位上的系数大于第50和第10百分位数上的估计值,则表示向高收入国家的出

口对高收入群体工资的正面影响更强,因而会扩大城市内部工资差距。

3.识别策略、内生性问题及工具变量构造

在本文中,为了识别目的国收入水平对收入分配的因果效应,我们主要利用了中国城

市层面在出口模式和规模上的差异。Hanetal.(2012)展示了在贸易自由化之后东部沿海

地区的开放程度(出口占GDP的比重)远高于内陆地区且增长更快。不仅如此,城市层面

出口活动的差异还表现在出口目的国的构成方面。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向

高收入国家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例分布在40%至70%之间,且存在很大的变异(variation)。
这些丰富的变化为我们识别出口对工资的影响提供了契机。

然而,基于上述计量模型和识别策略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受到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的

威胁。比如,有可能是当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变动导致了当地出口行为的变化,而不是相

反。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除了控制城市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和省级层面的时间趋势之外,
本文还基于明瑟回归方程,控制了个体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当地人均GDP等可能同时

与当地出口、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收入相关的控制变量。最后,本文还参考Autor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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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以及Campanteetal.(2019)的思路构建Bartik工具变量。①

具体来说,我们将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特区、中国澳门特区,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排除在

世界商品贸易之外,然后,将中低收入国家对高收入国家(南北贸易)和中低收入国家对中

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南南贸易)作为中国出口的外生工具变量。② 最后,我们使用城市层面

的出口产品(HS6位)构成信息,进一步将外生贸易额分解至城市层面。工具变量的构造

公式为:

IV_HIExpct=
∑k

HIExpck,2000

∑cHIExpck,2000

HIExpLMROW
kt

Populationc,2000
, (3)

其中,HIExpLMROW
kt 是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在第t年对高收入国家的产品k

的出口额,其上标LMROW 代表除中国外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作为出口方。 HIExpck,2000

∑cHIExpck,2000

则是2000年(初始年份)c市k产品一般(或加工)出口占全中国k 产品的一般(或加工)出
口的份额。如此,我们在产品k 层面,根据c市在全国出口的初始份额来分配除中国外的

中低收入国家(LMROW)对高收入国家出口总额。最后,我们将这些按比例分配的城市

层面的 “每个商品k的出口额”相加,并除以初始年份的当地人口进而得到城市c向高收

入国家出口的工具变量。
同样地,中国各地对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出口的工具变量为:

IV_LIExpct=
∑k

LIExpck,2000

∑cLIExpck,2000

LIExpLMROW
kt

Populationc,2000
. (4)

与公式(3)唯一的区别在于,公式(4)所用的出口额是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一般贸易(或
加工贸易)出口额。

上述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依赖于一个关键性假设,即在控制了年份和地区固定效应条

件下,IV_HIExpct和IV_LIExpct与残差项中的其他可能决定工资收入的随时间和地区

变化的变量无关。具体到本文采取的Bartik类型工具变量,我们需要确保两个条件:(1)残差

项与中国各城市层面初始的出口结构无关;(2)残差项与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中低收入国在

产品层面的出口(即LIExpLMROW
kt 和HIExpLMROW

kt )无关。关于条件(1),我们的主要担忧是

初始的出口结构也许会直接驱使当地工资收入遵循某种时间趋势,而在回归中我们纳入了

省份层面的时间趋势则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该问题。关于条件(2),类似于Autoretal.(2013)
和Campanteetal.(2019)的思路,文献中通常认为排除中国之后的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

易,也就是HIExpLMROW
kt 以及LIExpLMROW

kt ,主要捕捉了外生于中国的需求侧变化,排除了

中国相关的因素。
在相关性方面,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与关键自变量有两种可能的关联方式。一是,高

①

②

此外,为了帮助缓解内生性问题的担忧,本文还进行了事前分析,即分析之前的收入差距是否会影响当下出口

模式。结果显示,事前的收入差距与当下出口模式无关。相关结果见附录Ⅲ。
构建工具变量所需的世界各国贸易数据来自Comtrade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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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国家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中低收入国家进口与从中国进口是替代关系。二是,全球

化推进和深入导致贸易需在全球范围内增长,由此中国出口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

一同增长。通过绘制中国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出口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在样本期间,
无论是向高收入国家还是向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中国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所经历的趋

势基本一致①,暗示着两者可能存在着正相关性。进一步绘制本文核心自变量和构造的工具

变量的散点图(图1),我们发现核心自变量(即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和向中低收入

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与构造的工具变量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最后,本文还对构造的工具

变量进行了识别不足检验(Sanderson-Windmeijer(SW)卡方检验②)和弱工具变量检验(SWF
检验以及KPF检验),排除了构造工具变量与核心自变量无相关性或相关性较弱的假设。③

图1 向不同目的国的出口和对应工具变量

注:图中在城市层面绘制了本文核心自变量和对应的工具变量的散点图和拟合线。左图展示了向中低收入国家人

均出口对数和其对应工具变量的散点图;右图展示了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口对数和其对应工具变量的散点图。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数据以及Comtrade数据库。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和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

出口数据。UHS包含了详细的个人收入信息。该数据库从220多个城市和城镇的城市

家庭中抽取样本,详细记录了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包括工资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工作经

①
②

③

见附录Ⅳ。
由于在面板数据中,误差项多为异方差分布,传统的 Anderson(1984)相关统计检验不再适用,因为其仅适用

于独立同方差分布。此外,由于我们的回归中存在两个内生变量,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以及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本
文采用了SandersonWindmeijer卡方检验以及Sanderson-WindmeijerF检验来考察模型中某一特定内生变量是否存在

识别不足和弱识别的情况。上述两项检验适用于异方差分布且模型中存在一个以上内生变量的情形(AngristandPis-
chke,2009;SandersonandWindmeijer,2016)。此外,本文也汇报了一阶段KPF值,用于异方差假设下检验等式整体

是否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KleibergenandPaap,2006)。SWF检验在非IID假设的前提下,也就是聚类标准误条件

下,也是稳健的。而当回归模型中仅有单一内生变量时,SWF和KPF是一样的。
具体检验结果在第三部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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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以及其他人口特征等(如性别、婚姻状况、出生年月和民族等)。我们所掌握的样本包含了

隶属于中国五个省(辽宁、陕西、四川、浙江和广东)的71个城市和一个直辖市(北京)。时间

跨度为2002—2009年。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保留了15—65岁并且有正式工作的个人样本。
本文使用的第二个核心数据是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这套数据提供了企业层面详细

的进出口信息,包括出口城市、出口额、出口目的地、出口的类型(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
本文的分析聚焦于2002—2009年的出口,一方面是由于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可得性所

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2002年之后中国加入 WTO而出口迅速增加。这两个数据所提供

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在个人和城市层面上构建关键变量,进而在城市水平上进行计量识别。

三、出口目的国收入水平、个人工资和收入差距

本部分通过汇报实证结果,探索并分析在目的国和类型两个维度上进行区分的出口对

个人工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其中,第一节探讨一般出口贸易,第二节探讨加工贸易。

(一)不同目的国的一般出口、个人工资和收入差距

1.工资收入的城市间差异:OLS回归

表1汇报了基于基准模型(方程(1))的一般最小二乘法(OLS)回归结果以及使用前

文构造的Bartik类型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这一分析主要揭示

城市层面上,以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为目的地的一般出口对当地居民工资收入的平均影响。
结果显示,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会带来城市之间平均收入差距的扩大,然而向中低收

入国家的一般出口则对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

表1 不同目的地的一般出口对城市居民工资的平均影响:OLS估计

高收入国家 OECD国家

OLS 2SLS OLS 2SLS

(1) (2) (3) (4)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口对数 0.023** 0.073** 0.016* 0.071**

(0.011) (0.034) (0.009) (0.031)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出口对数 0.005 0.036 0.0103 0.036

(0.007) (0.060) (0.008) (0.062)

教育 0.098*** 0.098*** 0.098*** 0.098***

(0.002) (0.002) (0.002) (0.002)

经验 0.044*** 0.044*** 0.044*** 0.044***

(0.002) (0.002) (0.002) (0.002)

经验的平方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04) (0.00004) (0.00004) (0.00004)

男性 0.241*** 0.243*** 0.241*** 0.243***

(0.011) (0.011) (0.011)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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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高收入国家 OECD国家

OLS 2SLS OLS 2SLS

(1) (2) (3) (4)

地区总产值的对数 0.103** 0.055 0.103** 0.060

(0.044) (0.075) (0.044) (0.076)

一阶段 SWF值:向 高 收 入 国 家 人 均

出口额对数
18.14 16.75

一阶段SWF值: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

出口额对数
14.11 17.00

一阶段KPF值 9.28 12.02

R2

观测值 0.212 0.212 0.212 0.212

  注:被解释变量为个人实际年工资的对数。解释变量中的出口额指的是一般出口额。所有回归都包括年份固定效

应、城市固定效应以及各个省份的时间趋势。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聚类于省份-年份层面。此外,将稳健标准误聚类

于城市层面,显著性仍然相似。在第(2)列和第(4)列汇报了两个内生变量在一阶段回归中的F 检测结果(SWF检验以

及KPF检验),用来检测工具变量是否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具体而言,第(1)列结果显示,向高收入国家人均一般出口每增加1%,则平均工资收

入提高0.023%。在数量上,这一结果意味着向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增长在2002—2008的6
年间带来约6.58%的工资增长。① 而对于收入分配,这一结果意味着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

增长会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因为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增长更多的地区,其平均工资增

长也更多。第(2)列中使用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为测试

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了更加严格的高收入国家的定义,即在1990年之前加入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并且同时被世界银行识别为高收入的国家。②第(3)列和第(4)列中,汇报

了对应的结果,其基本结论不变。最后,表1在汇报2SLS回归结果的同时,汇报了关于两个

内生变量的一阶段回归中的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 值。由结果可见,关于两个内生变量的所

有一阶段SWF检验值均大于10,故我们可以拒绝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假设。此外,我
们在附录Ⅴ中汇报了内生变量的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内生变量与其工具变量正相关。

2.工资收入的城市内部差距:分位数回归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已经知道对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贸易对当地居民工资

收入有正向影响,从而扩大了地区之间平均工资的差异。下一步,我们更加关心的问题

是:贸易的增长是否会增加地区内部收入差距。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应当把侧重点放在

出口对地区内部不同收入群体工资的差异化影响上,因而我们使用了分位数回归法对基

①

②

自2002年到2008年,中国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增加了286%,从约886亿美元到约3420亿美元。因而,
平均而言,向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增长在6年间带来约6.58%的工资增长。类似的,张川川(2015)发现,2000—2005年

全国人均出口额增加了大约3000元,这可以使工资提升约2.4%。考虑到我们将出口细分为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

口,以及更长的样本时间,本文的结论与张川川(2015)的发现在数量级上大体是一致的。
这种严格的定义将高收入国家的数量从46个减少到21个,虽然在数量上这些国家只占中国出口伙伴总数的

10%,但向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额占中国一般出口贸易总值的大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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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模型(方程(1))进行估计。

表2汇报了基于方程(1)的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向高收入国家出口会扩

大地区(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具体而言,根据第(1)—(3)列,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对

第10百分位的实际工资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第50和第90的百分位的工资则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而且在第90百分位的系数显著大于第50百分位的系数(0.052>0.020)①。这说

明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对工资分布的上游正向作用更大,因而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

出口增加会扩大城市内部的工资差距。相比之下,对中低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则对实际

工资均无显著影响,因而也不会影响到收入差距。表2的第(4)—(6)列使用OECD国家

作为高收入国家。结果显示,向OECD国家的一般出口对第90百分位的实际工资有正向

影响。虽然向OECD国家的一般出口在第50百分位上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60以上百

分位上均显著为正且系数值逐渐增加,因此所得结果是一致的。

表2 不同目的国的一般出口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分位数估计

高收入国家 OECD国家

第10百分位 第50百分位 第90百分位 第10百分位 第50百分位 第90百分位

(1) (2) (3) (4) (5) (6)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 -0.0004 0.020* 0.052*** -0.009 0.016 0.046***

口额对数 (0.019) (0.011) (0.010) (0.017) (0.011) (0.009)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 0.024 0.0016 -0.006 0.033** 0.005 -0.004
出口额对数 (0.015) (0.008) (0.009) (0.016) (0.008) (0.010)

教育 0.106*** 0.097*** 0.078*** 0.106*** 0.097*** 0.078***

(0.004) (0.002) (0.002) (0.004) (0.002) (0.002)

经验 0.058*** 0.040*** 0.0336*** 0.058*** 0.040*** 0.034***

(0.003) (0.002) (0.002) (0.003) (0.002) (0.002)

经验的平方 -0.001*** -0.0006*** -0.0005*** -0.001*** -0.0006*** -0.0005***

(0.00007) (0.00004) (0.00003) (0.00007) (0.00004) (0.00003)

男性 0.289*** 0.242*** 0.195*** 0.289*** 0.242*** 0.196***

(0.017) (0.012) (0.009) (0.017) (0.012) (0.009)

地区总产值的对数 0.082 0.094** 0.088* 0.079 0.094** 0.091**

(0.089) (0.041) (0.047) (0.087) (0.041) (0.044)

拟R2 0.387 0.397 0.383 0.387 0.397 0.384

观测值 143257 143257 143257 143185 143185 143185

系数相等检验 b50=b10 b10=b90 b90=b50 b50=b10 b10=b90 b90=b50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 2.98* 31.21*** 18.54*** 3.38* 15.19*** 11.35***

口额对数 (0.084) (0.000) (0.000) (0.066) (0.0001) (0.001)

① 此外,我们对三个百分位上的估计系数是否相等这一假设做了F 检测,结果汇报于表2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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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高收入国家 OECD国家

第10百分位 第50百分位 第90百分位 第10百分位 第50百分位 第90百分位

(1) (2) (3) (4) (5) (6)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 4.04** 5.25** 0.94 3.82* 5.54** 1.75
出口额对数 (0.044) (0.022) (0.333) (0.051) (0.019) (0.186)

  注:被解释变量为个人实际年工资的对数。解释变量中的出口额指的是一般出口额。所有回归都包括年份固定效

应、城市固定效应以及各个省份的时间趋势。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聚类于省份-年份层面。此外,将稳健标准误聚类

于城市层面,显著性仍然相似。表末汇报了关于不同分位数上系数是否相等的F 检测的统计量以及p 值(下方小括号

中)。***、**、*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在表2中,我们仅汇报了在实际工资分布的第10、50和90百分位上的系数。为了更

全面地刻画一般出口对整个工资分布的影响,我们把在更多百分位上的ln(HI)的系数估

计值,也就是收入对向富裕国家出口的弹性,绘制在图2中。这一图示更好地印证了主要

结论,即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主要使工资分布上游的人群受益,从而导致城市内部工

资差距的扩大。可以看出,对高收入国家人均一般出口(ln(HI))的估计系数随着百分位

数的增加而增加,且在50分位数以上的系数都为正且统计显著。对OECD国家的一般出口

系数估计值同样随着百分位数的增加而增加,并在第60个百分位数及以上开始变得显著。

图2 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对不同百分位上工资的影响

注:横轴表示百分位,纵轴表示系数的估计值。黑色柱状图代表对 OECD国家一般出口的系数估计值,灰色柱状

图代表对广义高收入国家一般出口的系数估计值。填充实色的柱状图表示估计系数在10%、5%或1%的水平上统计

显著,而带有斜线的柱状图表示估计系数不显著。

3.稳健性检验

为了测试基准结果的稳健性,我们执行了六组稳健性检验。包括:(1)改变估计模型

的设定;(2)去掉省份层面的时间趋势,只保留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3)将2009年设置为

经济危机的虚拟变量,并将其与关键变量ln(HI)和ln(LI)进行交乘;(4)加入职业和年份

趋势的交乘项,以控制职业对收入的影响;(5)去掉城市GDP对数;(6)将样本限制于18
岁以上有正式工作的个体。相关结果汇报在附录Ⅵ。此外,我们也进一步考虑进口的影

响,即加入城市人均进口额,相关结果汇报于附录Ⅶ。总体上,这些结果显示,基于基准模

型估计的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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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目的国的加工出口、个人工资和收入差距

与一般贸易不同,加工贸易侧重于生产和组装,而较少涉及对技能水平有较高需求的

环节,如设计、营销、管理、服务等。为此,我们使用加工贸易重新计算了关键的自变量,目
的是研究以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为目的地的加工出口对工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

表3第(1)—(3)列报告了当关键变量是加工贸易时,在第10、50和90个百分位上的

基准模型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不管是向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加工出

口对居民工资在三个百分位上均无显著影响。表3的第(4)—(6)列汇报了使用更为严格

的高收入国家的定义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向OECD国家的加工出口对工资无显著影

响。然而,向中低收入国家的加工出口对中等和高工资收入有轻微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

程度上有可能会降低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这提示向中低收入国家的加工出口降低了对

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一发现与ShengandYang(2017)的发现一致:作为低技能外包

活动的一种形式,加工贸易对中国高技能需求和技能溢价的提升作用较小。

表3 不同目的国的加工出口与居民工资差距:分位数回归

高收入国家 OECD国家

第10百分位 第50百分位 第90百分位 第10百分位 第50百分位 第90百分位

(1) (2) (3) (4) (5) (6)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

出口额对数

-0.024 -0.007 0.003 -0.013 -0.001 0.006

(0.015) (0.005) (0.005) (0.013) (0.005) (0.006)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

出口额对数

0.006 -0.004 -0.008 -0.009 -0.010** -0.014***

(0.013) (0.006) (0.005) (0.010) (0.005) (0.005)

拟R2(PseudoR2) 0.388 0.396 0.385 0.387 0.395 0.384

观测值 133132 133132 133132 133330 133330 133330

F 检验 H0:系数相等 b50=b10 b10=b90 b90=b50 b50=b10 b10=b90 b90=b50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

出口额对数

8.18*** 13.58*** 5.02** 3.78* 5.80** 2.14

(0.004) (0.0002) (0.025) (0.052) (0.016) (0.143)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

出口额对数

2.91* 4.54** 1.16 0.09 0.61 0.83

(0.088) (0.033) (0.281) (0.759) (0.435) (0.362)

  注:被解释变量为个人实际年工资的对数。解释变量中的出口额指的是加工出口额。所有回归都包括年份固定效

应、城市固定效应以及各个省份的时间趋势。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聚类于省份 年份层面。此外,将稳健标准误聚类

于城市水平,显著性仍然相似。***、**、*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综合本部分两小节的结论,一方面,我们得出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会显著增加中

高收入者的工资,因而会同时扩大城市间以及城市内部收入差距,而向中低收入国家的出

口对工资无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加工出口,不论目的国,总体上对城市居民工资影响十

分有限,因而对收入差距也没有显著影响。①

① 为了验证这一结论,另一个策略是参考Topolova(2010)在城市层面计算工资差距的指标,并且将城市作为最

小的分析单位,直接研究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对城市内部工资差距的影响。具体回归模型和结果汇报于附录Ⅷ。基于这

些估计,我们发现向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增长可能导致城市内工资不平等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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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制研究:出口目的国收入水平与技能溢价

经过对基准模型的分位数回归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

贸易对居民工资的拉动作用对于高收入群体更强。为什么对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对不

同群体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呢? 以往文献认为高收入国家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有更高需

求,不仅如此,一般贸易比加工贸易包含更多的高技能需求环节。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发

现提示我们:向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可能通过提高技能溢价从而提升高收入群体的收入。
事实上,自从FeenstraandHanson(1997)开启相关的讨论,学术界对于是否贸易会通过提

高技能溢价从而扩大地区内部工资差距一直保持着热烈讨论。当聚焦于中国时,Hanetal.
(2012)对中国加入 WTO后的工资差距的变化进行了分解,发现2001年之后,工资差距的

增加大部分可以归因于技能溢价的增加。基于以上文献的讨论,本部分将探讨技能溢价

是否是一个有效的机制,使得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扩大了城市内部工资差距。

(一)不同目的国的一般出口与技能溢价

为了研究不同目的国的一般出口是否通过提升大学教育溢价和高中教育溢价而导致

收入差距扩大,我们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将关键变量ln(HI)和ln(LI)分别与大学

教育虚拟变量和高中教育虚拟变量进行交乘,具体实证方程如下:

ln(wict)=β1ln(HIct)+β2ln(LIct)+β3ln(HIct)×Collegeit+β4ln(LIct)×Collegeit+

β5ln(HIct)×HSit+β6ln(LIct)×HSit+γlnGDPct+αXit+

δc+δt+δpt+δpt2+εict, (5)
其中所有的变量都与方程(1)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加入了四个交乘项,也就是两个关

键变量ln(HI)和ln(LI)与大学教育(College)和高中教育(HS)这两个教育虚拟变量的

交乘。当样本中个人拥有大学或以上学位时,大学虚拟变量被设置为1;当个人的最高学

位是高中或同等学历时,高中虚拟变量被设定为1;因而我们将高中以下学历的个体视为

基准组。β3,β4,β5和β6是我们关心的估计系数,它们分别捕捉了与出口相关的大学教育和

高中教育回报。如果这些系数的估计值显著为正,那么则可以推断出口导致技能溢价的

提升。此外,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我们也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方程(5),
所采用的工具变量由第二部分公式(3)和公式(4)定义。

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第(1)列首先汇报了广义高收入国家定义下,对方程(5)的

OLS回归结果。结果显示,ln(HIct),即向高收入国家人均一般出口对数的主效应不显著

且接近于0,而其与大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

口提升了技能溢价(也即是大学以上学历的教育溢价),而对低学历人群的收入没有影响。

此外,向高收入国家人均一般出口对数额与高中教育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是数

值较小(0.014)且不显著,表明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贸易对提升高中学历者的工资作

用有限。综上,向高收入国家进行一般出口贸易,主要提高了高学历人群的技能溢价。那

么向中低收入国家进行一般出口贸易是否会让低学历者受益呢?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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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列中,ln(LIct),也即是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一般出口对数的主效应,以及其与两

个教育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向高收入

国家的一般出口会通过提升技能溢价从而导致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表4的第(2)列汇报了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得出的结论与 OLS估计结果相

似。最后,第(3)、(4)列报告了将高收入国家定义为 OECD国家的 OLS和使用工具变

量后的2SLS估计结果。结论仍然基本保持一致。通过对教育溢价的分析,我们发现,

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增长会通过显著促进高学历(本科及以上)人群的工资的增

长,也就是技能溢价而扩大城市部门的工资差距。如果说技能溢价的增长可以用发达

国家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来解释,那么低学历人群的工资对出口不敏感也许与我国农村

地区丰富的劳动力储备有关。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承接加工贸易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是增长的需求被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填补,因而最终导致工

资没有上升。不过,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与他们之前单纯务农相比有所改善(韩

军等,2015)。①

表4 不同目的国一般出口与教育溢价

高收入国家 OECD国家

OLS 2SLS OLS 2SLS

(1) (2) (3) (4)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02 -0.008 0.007 0.030

(0.013) (0.081) (0.013) (0.077)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大学 0.044*** 0.051** 0.027** 0.072***

及以上学历 (0.013) (0.024) (0.012) (0.028)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高中 0.014 0.020 -0.0003 0.029*

学历 (0.009) (0.017) (0.008) (0.017)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13 0.067 0.005 0.049

(0.011) (0.070) (0.011) (0.070)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大学 -0.011 -0.040 0.008 -0.063**

及以上学历 (0.015) (0.025) (0.015) (0.029)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03 -0.022 0.013 -0.031*

高中学历 (0.009) (0.018) (0.009) (0.018)

大学及以上学历 1.043*** 0.639** 1.076*** 0.601*

(0.315) (0.323) (0.323) (0.324)

高中学历 0.847*** 0.595*** 0.861*** 0.586***

(0.211) (0.229) (0.217) (0.227)

① 韩军等(2015)识别了对外开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他们发现中国加入 WTO之后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农

村中端收入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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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高收入国家 OECD国家

OLS 2SLS OLS 2SLS

(1) (2) (3)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偏R2 0.210 0.210 0.210 0.209

观测值 143257 142263 143185 142263

  注:被解释变量为个人实际年工资的对数。解释变量中的出口额指的是一般出口额。控制变量包括经验以及经验

的平方,男性虚拟变量,地区经济总值的对数。此外,所有回归均包括年份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以及各个省份的时

间趋 势。括 号 中 为 稳 健 标 准 误,聚 类 于 省 份 年 份 层 面。此 外,将 稳 健 标 准 误 聚 类 于 城 市 层 面,显 著 性 仍 然 相

似。***、**、*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二)职业层面的异质性

前文的分析显示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会增加教育溢价,其背后的原理在于向高

收入国家的出口活动中包含高技能需求工作和服务。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一理论机制,同
时更加具体深入地了解不同目的地出口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本小节探索不同目的地出口

对教育溢价提升作用在职业维度上的异质性。
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提供了被调查者的职业信息。① 根据 UHS数据对职

业的具体定义,我们可以判断:研究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等职业对教育水平的要求更

高,而生产、运输等职业对教育水平的要求则相对较低。用以上信息,本文在UHS的职业

分类基础上将从业人员分为四类,即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办事员和服务人员,生
产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并在子样本中分别进行基于方程(5)的OLS回归分析。

表5报告了相关的回归结果,PanelA报告了OLS结果,PanelB报告了2SLS结果。
表5第(1)—(3)列分别汇报了针对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办事员和服务人员,以及

生产及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PanelA展示的 OLS回归结果显示:向
高收入国家一般出口倾向于增加非生产性职业(包括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以及办事员

和服务人员等)的高等教育溢价或者技能溢价,而对生产人员的技能溢价无明显作用。这

一发现与Brambillaetal.(2012)的结论是一致的,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向高收入国家

出口所需要的产品升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和服务的升级,而对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技

术水平没有明显的更高需求。②而本文的发现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相关文献提供了证据

支持,更进一步解释了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带来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由于技术和管理人员

收入通常比生产工人高,而向发达国家出口更进一步提升了这类高薪职业的教育溢价。
换句话说,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对收入最高的那部分人群(也就是技术和管理从业人员中的高

学历人群)工资提升作用最大,因而显著扩大了最高收入群体和其他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①

②

UHS将职业分为八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员,商业、服务业人员,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军人,以及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值得注意的

是,这里的职业是基于社会分工的分类,并不考虑行业差异,例如农场的炊事员和工厂的炊事员都是服务性工作人员。
Brambillaetal.(2012)发现向高收入国家出口较多的企业会雇用更多的非生产性员工,这可能提示了这类企

业中存在更多技能密集型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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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职业异质性:不同目的国的一般出口与教育溢价

PanelA:OLS
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 办事员和服务人员 生产及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1) (2) (3)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16 -0.003 0.088**

(0.017) (0.018) (0.042)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66*** 0.037** -0.038
大学及以上学历 (0.014) (0.015) (0.028)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51*** 0.014 0.002
高中学历 (0.015) (0.012) (0.020)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14 0.011 0.027

(0.021) (0.014) (0.057)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46** 0.002 0.020
大学及以上学历 (0.020) (0.017) (0.030)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42** 0.004 0.002
高中学历 (0.019) (0.012) (0.0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偏R2 0.158 0.210 0.086

观测值 38478 70235 10958

PanelB:2SLS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78 -0.030 0.234**

(0.084) (0.095) (0.107)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66** 0.043* -0.104
大学及以上学历 (0.027) (0.026) (0.071)

向高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48 0.015 -0.017
高中学历 (0.030) (0.023) (0.033)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59 -0.026 -0.117

(0.088) (0.115) (0.123)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67** -0.019 0.084
大学及以上学历 (0.031) (0.029) (0.061)

向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对数× -0.057* -0.003 0.025
高中学历 (0.034) (0.027) (0.04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偏R2 0.158 0.210 0.086

观测值 38249 69598 10903

  注:被解释变量为个人实际年工资的对数。解释变量中的出口额指的是一般出口额。控制变量包括大学及以上学

历的虚拟变量,高中学历的虚拟变量,经验以及经验的平方,男性虚拟变量,地区经济总值的对数。此外,所有回归均包

括年份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以及各个省份的时间趋势。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聚类于省份 年份层面。此外,将稳

健标准误聚类于城市层面,显著性仍然相似。***、**、*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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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局限与未来拓展

从技能需求的视角,本文发现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的工资,
且高收入者受益最多,进而导致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工资差距扩大。然而,向中低收入国

家的一般出口和加工出口对工资均没有显著影响。从政策制定的意义来看,这些发现有

助于理解出口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来源,以及贸易模式对出口来源国不同群体收入的异质

影响。这些理解对于通过优化贸易政策进而提高贸易福利有着丰富的政策寓意。具体而

言,我们发现向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带来的工资提升效应不成比例地集中于高收入者,这一

发现呼吁政策制定者在促进出口增长的同时,关注基于目的地特殊性出口驱动的收入差

距的扩张;这一发现也意味着在制定中长期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

出口结构以及由此引致的教育溢价问题。
然而,受限于研究数据,本文主要从加总的出口层面分析了出口目的国的收入水平对

出口来源国城市居民工资差距的影响。这些加总的分析掩盖了微观层面异质性企业对不

同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与调整;事实上,这些变化与调整在更为微观的层面影响了城市

内以及城市间的工资。更深入地理解出口目的国的收入水平影响工资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证层面进一步揭示这些企业层面的变化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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